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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行为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产生了大量优秀的

研究成果，这与政府主导的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密不可分。社会学在分析政府行为时

先后形成了三种范式：利益结构分析、制度分析、迈向有历史维度的政府行为分

析。它们相继迭起，与改革进程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了中

国改革进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与经济学、政治学的视角不同，社会学的政府行为

研究在分析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时，更加注重社会关系的作用。社会关系及其

运作方式既是解释改革前期乡镇企业繁荣和政企关系的关键因素，也是解释 “项目

制”下政策失灵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围绕社会关系在政府行为中的作用问题，社会

学视角的研究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努力，并逐步突破了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范

式。其中，迈向具有历史维度的社会学研究已经超出政府行为研究的特定领域和范

围，它对社会学的中国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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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长达几十年的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是世界
经济史上罕见的现象。对于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解释是
“地方竞争理论”及其相关理论，如财政分权理论，①地方政府法团主义理论，②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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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锦标赛理论，①等等。这些理论虽然分析角度不同，但大都认为地方政府的竞争是
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虽然从宏观角度看，改革开放的进程伴随着市场的
发育、成长而日趋成熟，但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没有明显减弱，它以
横向竞争的方式，通过经济和公共政策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些理论大多从中央
与地方政府间关系来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尤其是绩效表现，如分权理论和法团主义
理论侧重分析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体制的变化，而晋升锦标赛理论则侧重分析中央
与地方间的人事体制的变化。从这些理论看，无论是财政关系还是人事关系的制度
变动都引导地方政府行为趋向于在ＧＤＰ和财政收入方面形成互相竞争的态势，形成
了在制度框架下由利益驱动造成的竞争格局，这也显示了中国改革的特色。

由制度的变化导致行为的变化，从而产生出一定的绩效，这是经济学的基本研
究思路。与此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政府行为研究也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学
研究的重要领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初步形成了一些研究范式。与经
济学的研究范式相比，社会学的研究显示出不同的特点，而且这些特点也不同于欧
美社会学，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从学科划分的角度看，政府行为并非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社会学作为起源于欧
洲、繁荣于北美的一门学科，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在西方 “国家与社会”范畴下与
“社会”相关的各方面，而国家和政府一般是作为社会研究的 “背景”甚至是批判的
对象而存在。政府行为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且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
中国社会学４０年来发展的重要成果，这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决定的。可以
说，中国社会学的政府研究正是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道路的深刻反映和鲜明体现。本
文通过系统梳理自改革以来的社会学研究成果，考察政府行为如何引起社会学的关注
并逐渐成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总结社会学在研究政府行为时所使用的研究
范式及其变化，力图从中找到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学科发展经验。总的来说，社会学
在分析政府行为时先后运用了三种分析方式，这三种分析范式相继迭起，与改革的进
程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紧紧联系在一起，反映了中国改革进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一、利益结构分析 （１９７８—１９９４）

社会学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恢复和重建，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也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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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
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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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社会学的发展必将紧密地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改革开
放，其主要内容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即从以政府主导的
资源配置体制向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体制的转变过程。社会学在研究这个转型
过程时，主要采用利益结构分析的方法，并展现出了与经济学分析有明显差别的自
身特点。

从社会学 “国家与社会”的传统分析范式看，中国的改革可以看作是国家对
“社会”的 “分权让利”的过程，或者说国家对 “社会”的控制关系调整和松动的过
程。从八九十年代发生的经验现实看，国家的确在逐步缩小其控制的范围，控制的
力度也在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外”的部分迅速生长，产生了大量的 “自由空
间”和 “自由流动资源”，①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独立或半独立于国家控制的利益主
体。随着改革的全面铺开，国家控制的部分主要集中在行政组织以及国有的企事业
单位，而处于国家控制边缘、已经逐步 “独立”的利益主体首先是实行了 “包产到
户”的农民，接着是农民兴办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繁荣引发了９０年代开始的快
速市场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民营企业的兴起以及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革代替８０
年代的农民成为９０年代国家控制外的 “社会”的主体部分。这种结构性的变动引起
的利益分化和利益调整成为社会学研究关注的主要目标，而其中的问题意识与研究
视角皆与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范式有关。

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社会学家的主要精力在于译介西方理论和方法，经验研
究则主要集中于传统的婚姻和家庭领域。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在费孝通等前辈的
影响下，②乡镇企业研究成为社会学经验研究的重要内容，并取得一系列成果。乡镇
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直到９０年代中期之前，一直是中国
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乡镇企业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也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巨大
关注和研究兴趣。经济学家主要从生产要素配置以及产权结构入手，发现了乡镇企
业诸多的 “不合理”之处，即不合乎西方的新古典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理论。例如
乡镇企业大多位于乡村地区，交通和信息成本很高，不易获得工业生产的规模效应；

乡镇企业的产权是集体产权，产权结构模糊而缺少明晰的排他性，易产生委托代理
问题，等等。也就是说，从理论上看，乡镇企业是缺乏效率的，那么，乡镇企业在
现实中的成功就只能从经济学理论之 “外”进行解释，这是乡镇企业研究在社会科
学中兴盛的主要原因。在这些解释中，有些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解释，认为在当时
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私有产权无法在计划与市场双轨并行的环境中立足，而恰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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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费孝通先生在这段时期有一系列的文章讨论乡镇企业问题，提出 “苏南模式”等重要
概念。他对于发展模式的反思集中于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战略》、 《四年思路回顾》等
文章，分别参见 《费孝通全集》第１２卷、第１３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



介于国有与私有之间的乡镇企业适逢其时，可以大行其道；①有些是经济结构的解
释，认为当时的国有企业大都以生产重工业产品为主，乡镇企业生产的都是轻工业
品和耐用消费品，填补了产业结构上的空白，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率；②有些解释则
偏重于文化，认为产权的不明晰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并不一定产生低效率，反而可
能会因为中国的 “合作文化”而获得成功。③这些解释大都从乡镇企业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环境入手讨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乡镇企业在现实中的成功因素，但还是没
有正面解释乡镇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和经营过程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相比之下，社
会学的研究可以算得上正面出击，“深入虎穴而得虎子”，揭开了中国乡镇企业的内
部奥秘，也开启了政府行为研究的序幕。

社会学的乡镇企业研究是典型的实地研究，其材料和发现都来自于大量田野工
作的积累。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镇企业研究中为东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划分了一些基
本的模式，其中最为有名的是 “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 “珠江模式”。在这三类
模式中，“苏南模式”发展最早，也最为成功。其集体化程度高，是最为典型的集体
产权的乡镇企业。国外的研究者将这类乡镇企业称为 “模糊产权”，但是对这种 “模
糊产权”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如何产生效率则大多语焉不详。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
的课题组对苏南和山东的乡镇企业进行了深入的实地研究，其成果体现在马戎、王
汉生和刘世定编写的著作④以及他们的系列论文中，其中刘世定的一系列研究正是
针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展开的，本文以他的研究为代表来讨论社会学的分析路径。

在１９９５年的一篇论文中，刘世定指出，在他们课题组考察的苏南１５个乡镇企业
中，企业的主要经营环节如建厂、联营、转产、业务项目、原材料、产品销售、技
术、培训，等等，都利用了他所说的 “非正式社会关系资源”。⑤所谓非正式社会关系，

是与法规、契约无关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虽然这类关系在
世界各文明中都普遍存在，但它们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却被学者们反复指出和强
调。与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产权 “模糊”的乡镇企业与当时计划和市场双轨
并行的环境，使得这些关系大有用武之地，变成了企业重要的 “关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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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戎、王汉生、刘世定：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与运行机制》，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刘世定：《乡镇企业发展中对非正式社会关系资源的利用》，《改革》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在八九十年代，企业界人士所说的 “公共关系”，或者叫作 “公关”，与西方的
意思大相径庭，“公关”实际上是指建立和疏通各种 “私人”关系。这些私人关系或
者先天存在，或者后天借助于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的 “公共”来往而建立，

但大都在企业运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关系”最重要的是其人格化特征，这包括两
方面的含义：一是私人性———即使最初是一些公共的业务交往，很快也会变成具有
私人性的交往特征，如果不能变成私人交往性质的，公共交往便往往会 “淡薄”或
中止；二是依附性———基本上完全依附于特定的个人，一个人的 “关系丛”就只能
是这个特定个人的关系丛，换了人以后，这个关系丛就会立刻转换或者消失掉。刘
世定之所以将这些 “关系”称为 “资源”，就是因为对企业来说，关键的业务如联
营、项目和销售等，都依附于特定的个人而非企业。一个国营大厂之所以将一部分
业务包给某乡镇企业，大都是因为这个国营大厂的 “生产科长”或 “销售科长”与
这个乡镇企业厂长的个人关系，所以 “厂长一般不换，弄不好换一个厂长倒一个企
业”。①这种 “关系”在改革前一切生产、销售计划都由国家控制、指挥的情况下较
少发挥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厂长个人还是企业职工也都存在激励不足的
问题。但在改革初期，尤其是计划与市场并存的时期，“关系”便有了发挥作用的余
地，扮演了连接 “计划内”与 “计划外”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重要角色。正如刘世
定发现的，随着市场扩张，出现了一个非正式社会关系扩张的过程。

在企业内部的经营中，关系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单纯从组织和制度视角来看，

乡镇企业是位于乡村地区的现代企业组织，这也正是其看上去缺乏经济合理性的地
方。但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这些现代企业组织与传统性很强的乡村社会并没有
明确的边界，这些 “从农业里长出来的工业”，②其内部的运营形式有着很强的社会
治理特征，这也被社会学家看作是中国社会结构特征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表现。③乡村
社会的一些治理特征，如权威关系的传统形态会在企业内部的运转中发挥重要的作
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产权不明晰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④

社会关系在企业的内部运营和外部业务方面发挥的作用构成了对 “乡镇企业悖
论”的一个 “社会学”回答。这个回答并没有否认私有产权的效率，而是说明了
“模糊”产权或者集体产权在某些条件和环境下也可以达到一定的运营效率，或者说
其引起的效率损失并非像经济学理论所估计的那么严重。进一步而言，乡镇企业的
效率问题并不是靠明晰产权带来的 “排他性”解决的，而是靠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
关系或关联性解决的。

乡镇企业的所有者是乡镇政府或者村委会，厂长或企业经理是实际的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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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定：《乡镇企业发展中对非正式社会关系资源的利用》，《改革》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参见费孝通：《在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费孝通全集》第１２卷。
渠敬东：《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社会》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
周飞舟：《回归乡土与现实：乡镇企业研究的路径反思》，《社会》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二者构成一个典型的委托代理结构。虽然它们之间的合同大多是 “关系合同”，①也
就是不完全合同，但是由于 “二次嵌入”或 “二次合同”②的存在，厂长或企业经理
实际上获得很大程度的经营独立性。也就是说，厂长或企业经理的控制权是依靠
“二次合同”带来的信息优势获得的。这种优势会变得很大，他们 “在日常经营中权
利扩张的弹性、在再缔约中对委托人形成的压力，都将比在制度环境稳定时要更大。

这种状态甚至会演变为委托人权力旁落的代理人控制”。③这种重重叠加的 “关系合
同”带来了经营人事实上的 “排他性”。与经济学重复博弈论中的 “民俗定理”相类
似，这些靠一系列 “关系”联结出来的结构可能获得了与明晰产权相近的绩效，但
是也会产生一些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后果，这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社会关系———尤其是中国的这些人格化、私人性和依附性很强的社会关系是与
真正的 “公共”关系、或者说 “契约性”关系格格不入的。从研究的发现来看，改
革的成就虽然表现为经济的增长和绩效的提高，但是获得这些绩效的关键因素却并
不一定是一些具有现代市场意义或者现代社会意义的新因素，而有可能是一些与这
些新因素相对立的传统因素在新环境下的变种。至少就乡镇企业的研究成果而言，

学者们看到的是伴随工业化而迅速扩张的 “非正式社会关系”的作用；另外一些学
者则将正式的 “契约性整合”与改革前的 “行政性整合”进行二元的划分，认为真
正的改革和社会转型将是一个从 “行政性整合”走向 “契约性整合”的过程。④但无
论是期望 “契约性整合”替代 “行政性整合”，还是替代以 “非正式社会关系”为主
的 “关系性整合”，⑤都只是社会学者于改革初期在 “国家与社会”范式下的一厢情
愿而已。这种愿望之所以被不断强烈表达，是因为他们越来越发现改革是伴随着
“行政性整合”与 “关系性整合”的扩张而展开的，相比之下，经济虽然在增长，绩
效也在迅速提高，但是真正的 “契约性整合”迟迟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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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合同的特点是，“由于签署合同各方的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合同是有
缺口的，并且这种缺口无法通过合同法来弥补，而要依靠在一个关系体系中的协商来
解决。也就是说，未来订立新合同的社会关系基础在事前就已经建立，关系合同内生
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体系中”，参见刘世定：《嵌入性与关系合同》，《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４期。
刘世定提出的重要概念。委托人与经营代理人签订的合同 “嵌入于他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归类于 “关系合同”，“而在这个合同缔结之后，经营代理人在相对独立地从事经
营活动的过程中和他的经营伙伴缔结合同，并使合同嵌入于他们之间的关系”，他将后
一次嵌入称为 “二次嵌入”，或者称为 “二次合同”。参见刘世定： 《嵌入性与关系合
同》，《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刘世定：《嵌入性与关系合同》，《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在此指代 “非正式社会关系”及其带来的社会联结和整合效应。



乡镇企业的委托人———乡镇政府或村委会虽然与经理人签订了 “关系合同”，①

而且事实上经理人也具有相当大的 “排他性”，但是经营权利上的 “排他性”不等于
在社会关系上可以做到 “排他”或者独立。委托人与经营人之间的信任并非来自于
关系合同 （契约），而是来自于 “关系”本身，而 “关系”本身正是以缺乏排他性为
基本特征的。就乡镇企业的委托人和代理人而言，其 “关系”的特殊性在于，二者
虽然在合同上是平等的委托代理关系，但是在 “关系”上却有领导和被领导的权威
意义，这又形成了对经营人行为的制约。也就是说，虽然关系合同为经理人带来乡
镇企业的 “纵向排他硬化”，但是 “关系”本身却意味着某种程度的 “纵向排他软
化”，②即在社会关系上经理人很难做到对乡镇政府领导的 “排他”。

乡镇政府与其所属企业、乡镇政府领导和企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既
独立、又 “合谋”的关系。如果说 “独立”代表的是企业经理人的经营权，那么
“合谋”则是指，为保持这种独立性，乡镇政府与企业经理人合力对付更为强大的上
级政府。这是社会学在研究中第一次明确地将乡镇政府与其上级政府区分开来。研
究发现，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基层政府行为表现出很强的 “变通”性。③比如，乡镇
企业一般都有两本账，或者说有两种 “利润”———账面利润和结算利润。前者是上
报给乡镇及其上级政府的，后者则是与乡镇企业进行利润分成和结算用的。在有些
地区，这两本账的差别非常大。④这当然是乡镇政府与企业的 “合谋”。通过类似的
种种机制，乡镇政府既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乡镇企业的经营独立性，又避开了上级
政府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干预，如要求提高上交利润比例等。从乡镇企业的角度看，

虽然企业对乡镇政府无法避免 “纵向排他软化”的问题，但是对其他上级政府，则
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 “纵向排他硬化”的结果。

乡镇政府的行为为什么呈现出如此之强的变通性和两面性特征？从分析上看，

这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学分析范式是利益结构分析。以刘世定为代表的乡镇企
业研究者，从企业的经营和运作角度分析委托者和经营者各自的利益及利益结构的
变动过程，并对乡镇政府的 “理性选择行为”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⑤从这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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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乡镇企业中乡办企业大多与经营者有明文的 “关系合同”，而村办企业中却
有相当多的企业与村委会之间并无明文合同，而是一些彼此默认的约定。这些 “约定”
与 “关系合同”差不多。
刘世定：《占有的三个维度及占有认定机制———以乡镇企业为例》，潘乃谷、马戎主编：
《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
刊》（香港），１９９７年冬季号，总第２１卷。
刘世定：《占有的三个维度及占有认定机制———以乡镇企业为例》，潘乃谷、马戎主编：
《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下）。
张汉音、王汉生： 《理性选择和越轨行为———１２个乡镇企业的案例研究》， 《社会学研
究》１９９７年第５期。



期国外社会学关于市场转型的讨论来看，争论主要发生在 “谁会在转型中受益”的
问题上。在 “精英循环论”者看来，市场的兴起必然是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非旧体

制中的权力精英，①而在 “精英再生产”者看来，权力精英有能力和有机会利用转型
体制成为新体制中的权力精英或经济精英。②这种争论的一个延伸点就是地方政府在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获利问题。与此相呼应，在国内社会学研究中，张静使用
“政权经营者”概念来对基层政府行为的转变进行概括，③杨善华和苏红则更加明确
地用 “谋利型政权经营者”指代基层政府的趋利取向。④这种经营和谋利趋向，从利

益结构方面考察，来自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中央政府在
全国推行 “财政包干制”以代替改革前的 “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各级地方政府

采取的是 “层层包干”的办法，地方政府称为 “分灶吃饭”。就基层政府而言，只要

超额完成财政包干任务，就能获得自由支配的财力。如果不能完成包干任务，就连
发放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都会出现困难。包干包的是 “税”，在中国当时的税收结构

中，产品税 （即后来的增值税）占１／３以上。产品税的税基实际上相当于销售收入，

与企业的规模密切相关。这使得地方政府只要投资办企业就能解决税收包干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基层政府兴起了 “大办企业”和 “办大企业”的热潮，就是所

谓的 “放水养鱼”，成为理解乡镇企业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⑤

由对乡镇企业与乡镇政府关系的分析进展到乡镇政府与上级政府关系的分析，

是社会学政府行为研究的开始。在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现象的分析中，社

会学家发现其成功的秘诀在于企业与政府间的复杂关系。与经济学的分析不同，

社会学并没有陷于二者关系的博弈分析中，而是上溯至政府内部的利益结构中。

上级政府、基层政府与乡镇企业在社会学的分析中构成三个既各具独立性、又有

密切关系的利益主体。要理解政企关系，则需理解政府间的关系。“放水养鱼”的
利益分析构成社会学对政府行为的最初理解。但是当大量社会学研究关注政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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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ｃｔｏｒ　Ｎｅｅ，“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４，ｎｏ．５，１９８９；Ｖｉｃｔｏｒ　Ｎｅｅ，“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５６，１９９１．
Ｙａｎｊｉｅ　Ｂｉａ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Ｌｏｇａｎ，“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６１，ｎｏ．５，

１９９６；Ａｋｏｓ　Ｒｏｎａ－Ｔａｓ，“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Ｌａｓｔ？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Ｃａｄ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１００，ｎｏ．１，１９９４．
参见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杨善华、苏红：《从 “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 “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向市场经济转
型背景下的乡镇政权》，《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这个观点最早参见Ｊｅａｎ　Ｏｉ，“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ｐ．９９－１２６．详细分析参见周飞舟：《以利为利———财政关
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



为之后，分析方式很快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也与中国改革的现实变化紧密联系
在一起。

二、制度分析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就政府间关系而言，影响最大的改革无疑是１９９４年底实施的分税制。分税制主
要是针对财政包干制引发的问题而来。财政包干制在促进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同时，

造成中央财政比例迅速下降的财力分散的局面。分税制在中央和地方间实行按税种
分享的改革方案，将在９０年代初占总税收比重４０％的增值税的新增部分按中央

７５％、地方２５％的比例分配，一举将中央地方的财政收入比重由 “倒三七开”变为
“正三七开”。大量的财力由地方集中到中央，由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体系向地方
进行分配。①分税制改革意味着８０年代初形成的 “分权让利”的局面发生改变，中
央的财政集权对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成为我们理解后一阶段改革的关键。

分税制一度给地方政府造成明显的财政困局。１９９４年后，由于企业新增的增值
税基本上划入中央财政，所以地方政府缺乏 “放水养鱼”的动力，开始大力推行国
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革、乡镇企业的转制，到９０年代末，大量的国有企业工人因为股
份化改革而下岗，而盛极一时的乡镇企业则消失殆尽，这使得９０年代后半段成为改
革史上市场化进程最快的一段时间。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农民负担问题成为最严
重的社会问题，这一度被认为是国家和农民关系自 “大包干”以来的巨大变化。但
学者们很快发现，农民负担的关键问题与基层干部的善恶和工作作风关系不大，其
实是基层财政的困境所致，而这种困境与分税制后乡镇企业的倒闭和转制密切相
关。②从９０年代末开始，农民负担问题研究的重点逐步转移到政府间关系，尤其在

２００２年税费改革开始以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调整被看作是解决农民负担问题
的根本出路。③在东部地区，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与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流入，地方
政府的行为迅速由过去的 “大办企业”向 “大兴土木”的城市建设转变，开辟出一
条新的 “生财之道”。④进入２１世纪之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与土地融资机制进一

·９２·

政府行为与中国社会发展

①

②

③

④

参见刘克崮、贾康主编：《亲历与回顾：中国财税改革三十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
参见陈锡文主编：《中国县乡财政与农民增收问题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
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
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参见周飞舟：《大兴土木：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行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０年第

３期；周飞舟：《生财有道：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７年
第１期。



步完善，发展出一整套土地、财政和金融 “三位一体”的城镇化机制，①使得城镇化
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也导致了城市的高地价和高房价，这构成我们理解
中国当前改革许多核心问题的基本背景。

分税制虽然集中了大量地方财力，但是仍被许多经济学家看作是一种 “分权”

式的改革。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央并没有集中地方的支出责任，大量的支出
仍然留在地方。为解决地方的支出困难，分税制改革同时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转
移支付体系，将中央集中的财力再转移到地方进行支出。这表面上是 “一上一下”

的过程，但经过这个过程，中央政府将大量从东部地区集中起来的财力转移到中西
部地区。也就是说，虽然转移支付是一个纵向的过程，但其实际效果则是 “横向”

的。②在财政资金大规模由中央向地方流动的过程中，政府间关系发生实质性的变
化，也带动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

中央在向地方进行转移支付的过程中，相当大比例的资金都是以 “专项资金”

或 “项目资金”的名义下拨的。这些资金俗称 “带帽资金”，附带特定的支出条件，

指定资金的使用主体、特定用途，等等。项目资金的优势在于可以较为精确地贯彻
上级政府的意图，事前有申报、审批，事后有评估、检查，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
“穿透能力”，即突破中国政府间关系 “下管一级”的传统体制，中央政府通过项目
资金可以有能力直接指定资金使用在某县、某乡镇甚至某村的某特定项目上。③这种
运用项目管理的思路来规范政府间关系的努力最初只限于转移支付资金中的 “专项
资金”，但很快就蔓延到一般的财政资金，出现了一个 “财政资金专项化”的过
程，④进而蔓延到政府与各种公共单位以及社会组织的关系当中，⑤这种现象被有些
社会学者称为 “项目制”，已经具有一种新的治理体制的意义。⑥

项目制的大规模蔓延，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自身以及非政府领域力
图加强控制的直接努力。这种努力与计划经济时期 “放权—收权”的 “收放”逻辑
不同之处在于，中央政府力图通过运用新的制度和技术手段来实现权力的上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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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项目的精细化设计实施到城市社区的 “网格化”管理，都体现出 “技术治理”①

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政府行为的技术化和制度化取向，社会学的政府行
为研究也出现明显的转型，即普遍采用制度分析的方法，②这显示出社会学研究紧贴
现实的特征。

社会学研究紧贴社会现实的特征，更加鲜明地显示在政府行为分析的发展路径
中———这些制度分析方法越来越侧重于发现制度的 “失灵”，即项目制在运行过程中
的漏洞和失效现象。周雪光的一篇文章可以说开创了这类分析的先河。他运用组织
社会学的制度分析方法讨论基层政府的行为方式，提出 “逆向软预算约束”的概念，

用以指代基层政府不断上马新项目、创立新政绩的现象，这会使上级政府陷入 “被
动”而不得不开口子或者松动已有的措施。③在周雪光的分析中，这种 “逆向软预算
约束”看起来好像出于基层政府的主动性，是基层政府有意为之的结果，但在后来
的大量关于政府行为的社会学研究中，项目制的 “失效”乃至 “失控”却不一定是
基层政府主动 “追求”或与上级政府 “博弈”的结果，而是由于基层社会治理本身
的 “复杂性”所致。决策权越上移，上级政府做出的决定越难以符合地方实际，这
时候如果利用严苛的技术和制度要求基层政府百分百地执行政策，则会出现各种非
预期后果。从事情的结果看，好像是基层政府在 “倒逼”上级政府，但实际上这种
结果恰恰是 “项目制”的极端发展导致的。④在总结大量项目制研究的基础上，周雪
光进行了一个尝试，也就是将项目制研究理论化，即从组织社会学出发，发展出
“控制权”理论。该理论是一个典型的制度分析理论，将 “契约规定的权力之外的剩
余控制权”进行分类，分成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实施／激励权三类权力，然后
再根据项目制的资金用途性质分成直控式、承包式、托管式和自治式四种项目类型，

分析上述三类权力在四类项目中的动态变化过程。他发现在项目执行的过程中，“控
制权”会发生各种变化，而这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项目的专有性、

目标模糊性、委托方的注意力分配以及基层的自由裁量权等。⑤我们可以看到，同样
是对合同或契约的 “剩余控制权”进行研究，与刘世定注重合同双方的利益关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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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逆向软预算约束”：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

２期。
陈家建、张琼文、胡俞： 《项目制与政府间权责关系演变：机制及其影响》， 《社会》

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周雪光：《项目制：一个 “控制权”理论》，《开放时代》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比，周雪光更注重合同剩余权的分配方式以及影响因素。这些因素虽然在各种项目
中的分布不同、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同，但是都根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

这种分析显示出社会学制度分析的一个逻辑，即制度运作的机制要放到更加宏
大的制度背景中去理解。就像将地方政府的利益放在财政包干制和分税制的政府间
关系进行理解一样，项目制的效率和社会后果都应该放在中央地方的政府间关系中
去理解。在对地方政府 “共谋”现象的分析中，周雪光提出理解中国政府间关系的
“三个悖论”，可以作为社会学之制度分析政府间关系的代表。周雪光指出，下级政
府之间 （包括横向和纵向）经常出现的针对上级政府的 “共谋”现象显示出中国国
家治理的一些悖论，这包括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之间的悖论，激励强度与目标
替代的悖论，科层制度非人格化与行政关系人缘化的悖论。①这些悖论充分展示了国
家治理的困境：中央的统一要求越强、激励措施越强，地方的变通就越大、目标的
偏离度就越大；将这个发现应用到项目制研究上，则可以说，项目的预期越强，其
非预期后果就会越强。

对项目制的非预期后果的分析展开得最为充分的部分是农村基层治理研究。②项
目制在政府间蔓延的一个主要形式是各地普遍实行的 “目标管理责任制”，这是政府
追求技术治理的典型形式，因为目标管理最容易 “制度化”，也最容易 “量化”和
“考核”。③这实际上是借用企业组织的管理方式来规范政府间关系。用形式上发展得
比较成熟的管理学思路来考察政府间关系，项目制就更易于被理解为 “行政发包
制”。④上对下叫 “发包”，而下对上就是 “承包”，所谓承包，就是注重目标而不注
重过程的管理方式。从历史考察来看，项目制在分税制以后出现，本来是对 “承包
制”的一种反动，但在其实践过程中，能够取得较好效果、非预期后果较少的任务，

还是那些易于发包、便于承包的任务，而对那些不易于发包、过程管理比目标管理
更重要的任务，过去用承包制难以解决，现在用项目制、用 “目标管理责任制”、用
“行政发包制”仍然难以解决。

在农村基层治理的实践中，项目制能够保证项目和资金相对安全地 “直达”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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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总体发现与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相类似。其中典型的研究有黄晓春：《技术治理
的运作机制研究：以上海市Ｌ街道一门式电子政务中心为案例》，《社会》２０１０年第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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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期。
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２期。
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村基层，但是却难以保证项目和资金高效地落实和使用。项目能否被高效实施，在
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项目的设计、监督和执行过程，而是取决于基层政权尤其是
乡镇政府的协调和治理能力。①如果基层政权的协调和治理能力不够或者怀有其他意
图，则会出现各种非预期后果，诸如 “倒逼”现象或 “资源依赖”，即需要不断地
“跑部钱进”，依靠不断输入项目来解决已有项目引发的问题和冲突，导致所谓的
“内卷化”现象。②在大量考察项目制的非预期后果之后，学者们发现，追求技术化
和制度化的项目体制已经形成一套与实际治理能力关系不大的纯 “制度主义”逻辑：
“就项目治理体制而言，无疑存在着两条并行运作的主线。一条是自上而下的科层
‘发包’的控制逻辑，另一条是自下而上的 ‘打包’和 ‘抓包’的反控制逻辑；一条
是专业技术化的项目竞标制度，另一条是关系主导下的竞争机制；一条是市场化的
竞标竞争制度，另一条是权力运作下的 ‘打包’和 ‘抓包’操作。这两条主线同时
运作，但是何种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则视权力运作者的意图是否可以达成而定。

所以，在项目制度平台上，市场是有权力的市场，科层制是有关系的科层制，标准
化专业化的技术过程是有非正式运作的社会过程。”③

很明显，追求技术化和制度化的项目制虽然得到形式上的发展，但是并没有改
变实际治理过程中的运作逻辑，主导基层治理过程的力量并非技术和制度，仍然是
权力、关系和非正式运作。如果我们运用八九十年代社会学使用的概念，那么 “行
政性整合”和 “关系性整合”仍然是治理过程的主导性原则，技术化和制度化的操
作方式虽然在形式上接近 “契约性整合”，但只是限于形式，而且这种形式发展得越
迅速，就越脱离基层的治理实践，反而使得 “行政性整合”和 “关系性整合”在这
些形式的掩盖下得到强化。

三、迈向有历史维度的政府行为分析 （２０１３—　）

社会学对项目制展开的丰富而深入的研究不但揭示了 “技术治理”背后的深层
次问题，也使得社会学对基于经济学和组织学的制度分析方法进行反思。这种反思，

表面上是学科方法和范式建设的努力，实质上也是制度分析在前一阶段取得丰富成
果的必然结果。现实中的 “制度失灵”是社会学制度分析的主要成果之一，但是在
发现制度失灵之后，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权力、关系和非正式运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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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难以单纯依靠制度分析。制度失灵最终导致制度分析的失灵是有必然性的。社会

学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新一轮努力就是引入历史维度的分析。

作为制度分析的典范型学者，周雪光最早系统地将分析视角向中国历史延伸。

基于韦伯的中国研究视角，周雪光宏观性地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中央地方关系和官

僚体制，提出一系列不同于制度分析的新观点。他从治理的分析角度入手，力图用

几对重要概念如委托与代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名与实等来把握中华帝国在

特有的国家规模上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内在逻辑。这种努力突破了一些学者简单化地

用西方组织学和管理学概念来衡量中国国家和政府治理水平的局限，指出中国的政

府间关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也不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而建立的，而是有着自己

一以贯之的逻辑的，并且强调 “中国大历史脉络中国家逻辑的延续性和共性，认为

当代中国国家建设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困难与帝国时期并无实质性改变，因此历史

上的帝国逻辑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间多有关联”。①沿着这条分析路径，周雪光将

其早期提出的国家治理的一些 “悖论”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威体制和有效治理间

的复杂关系，使我们看到，众多在当前研究中出现的政府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实际上都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中。在这一分析路径下，还有曹正汉的一系列研究。

通过对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他以 “风险论”为视角得出 “中央治官、地方治

民”的分治论，构成与周雪光不同的社会学理解。②

如果说，周雪光的分析仍然是从现代和西方的角度考察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中国

社会转型的意义，那么渠敬东的研究则是直接从中国历史切入，用封建和郡县的本

土概念来分析中国历史的国家治理在现代社会中的传统，而非实用性地对历史进行

借鉴式的考察。③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渠敬东有意避开直接从国家治理的逻辑进入中

国历史。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传统也并非当代国家治理逻辑的源头，真正

的源头不是古代中国的治理制度逻辑，而是中国的经史传统。④也就是说，我们在引

入历史维度考察中国社会治理的深层结构时，并非去总结古代社会治理的经验或者

教训，也不是挖掘古代社会治理的逻辑，而是要花大力气再向上追溯一层，深入到

古代社会结构的精神和价值层面———顺着制度的源流去追寻意义的源头。

在这个意义上，应星等人的革命史研究也是对政府行为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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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周雪光：《从 “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开放时
代》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曹正汉：《统治风险与地方分权：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三种理论及其比较》， 《社会》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曹正汉：《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及历史证据》，《社会》２０１７
年第３期。
渠敬东：《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社会》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渠敬东：《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
统》，《社会》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式研究。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不但包含古代中国的传统，也包括近百年以来的革
命传统。革命传统如何与过去的经史传统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传统，对这个问题
的回答需要深入细致的历史研究。在应星等人的研究中，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种清
晰的问题意识和一些初步的发现，①这些都表明引入历史维度的重要性。

从对项目制的制度分析中可以看到，社会学的政府行为研究发现了 “制度失灵”

的根本原因在于那些 “非制度化”的因素，如权力、关系以及二者的非正式运作。

分税制以来的政府实践表明，单纯的制度建设和技术监督很难影响到这些因素，政
府行为中所包含的 “关系”和 “非正式运作”不但没有被制度和技术所取代，而且
还导致制度 “失灵”，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制度和技术只能部分规范人的行为，却无
法规范人们的 “关系”和 “非正式运作”，因为 “关系”和 “非正式运作”不但表现
在人的行为之中，还扎根于人的观念层面，其中包含一些历史久远的社会伦理观念。

这些社会伦理观念实际上有着很强的约束力，被有的学者称为 “社会性合约”。

在对一个村庄乡镇企业转制的案例分析中，折晓叶和陈婴婴深入细致地展示了这种
“合约”所显示的巨大力量。用她们的话来说，这是一种 “在村子里人人皆知、成为
一种符合社区情理的、具有社会合法性的、对合约双方都有很强约束的力量，我们
在此称之为 ‘社区力’或 ‘集体力’”。②这种力量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保证那些没
有文本的 “口头合同”、那些虽然有文本但是漏洞百出的 “关系合同”、那些将集体
企业私有化的文本得以顺利实施。这种力量实际上是一些历史久远的社会情理和伦
理观念，如在折晓叶和陈婴婴的案例中，这些观念可以表述为诸如 “企业虽然是集
体的，但是企业家创办并壮大的”、“没有了企业家，就没有了企业发展”、“企业是
集体的，所以应该保证村里人的基本福利和就业机会”这样一些合乎 “情理”的观
念。违反这些情理观念的合同，无论是口头的还是文本的，甚至是法律的，都难以
得到顺利实施。

这些伦理观念中的重互惠、重互让、重情面的原则，并非是市场经济或计划经
济下发展出来的新观念，而是一些无所不在的传统观念，有学者称之为 “社会底
蕴”，③这是各种制度和 “关系”运作的基础。社会学在政府行为研究中不断遇到的
“关系”和 “非正式运作”，正是以这种观念和 “底蕴”为底色的。笔者就 “关系”

和 “非正式运作”这两个现象与社会伦理观念的关系进行一些讨论。

中国社会学对 “关系”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大多将 “关系”看作是一种
“社会资本”，将 “关系”视为人际交往的可资利用的投资工具。这种视角是一种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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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应星：《学校、地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以北伐前的江西为例》，《社
会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折晓叶、陈婴婴：《产权怎样界定———一份集体产权私化的社会文本》，《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杨善华、孙飞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社会》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西方的分析视角，它忽视 “关系”的人格化和伦理性，这导致 “关系”虽然是研究

政府行为以及其他社会现象的解释因素，但是却经常被 “还原”为利益或权力结构，

变成一些解释的中介变量。例如在 “关系合同”的分析中，“社会资本”的视角会将

企业经理人及其社会关系视为由一系列社会经济和身份特征作为标志的资本集合，

这些资本在企业经营和外部 “公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企业绩效的最终解

释并不是来自这些 “资本”，而是从根本上来自与这些资本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经

济和身份特征的 “变量”。这种分析背后隐含的意涵就是，我们最终可以通过改变这

些社会经济和身份特征在人群中的分布来影响企业的绩效，这种分析逻辑就是社会

学研究总是将 “关系”驱赶到阴暗的角落里而无视其存在的根本原因。

“关系”的人格化特征，是指 “关系”的私人性和依附性。“关系”总是与特定

的人 “粘合”在一起，人走茶凉。究其原因，私人性和依附性均源于 “关系”的伦

理性，即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私人互动与交换，是发生在对对方人格和行动伦理的不

断认知中展开的。伦理性越强，“人越靠得住”，互动和交换便越持久，“关系”就越

密切。一个人的 “关系丛”是否丰厚，除与其社会地位有关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与

其人格和伦理有关。“关系合同”中留下的 “合同缺口”，正是靠这背后的关系 “伦

理”来弥补的。所以，在刘世定的研究中， “关系合同”总是与特定的人联系在一

起。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对于 “非正式运作”行为的理解。“非正式运作”不等

于 “任意运作”，它的运作受到各种 “关系”及其附带的人格和伦理的约束。

对历史维度的引入在当前的社会学研究中才刚刚开始，应该说，这与中国的社

会学对政府行为研究的不断深入结合在一起。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当社会学研究发

现政府行为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关键位置时，就已经注意到各种 “非正式关

系”、“非正式运作”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只是在这个阶段，利益结构的分析占据主

导地位，社会学者往往将这些关系和运作看作是利益分配的工具和手段。①虽然社会

学研究发现了大量这类 “非正式关系”的重要作用，但是在 “国家与社会”分析范

畴影响下的社会学者带有一种理论上的信念，认为随着市场转型和社会发展，这些
“非正式关系”会被正式关系如 “契约性关系”所取代。随着项目制的展开，政府行

为的制度化趋势成为政府行为的主流，同时社会学的研究也由利益分析转向制度分

析。在这个时期，许多社会学者的期望是制度建设会逐步替代掉政府行为中的 “非

正式关系”、“非正式运作”的现象。但是作为一门经验性学科，社会学的制度分析

在发现大量的制度失效和失灵的现象后，使得社会学者逐渐达成一个基本认识：制

度是 “嵌入”在权力、关系和非正式运作之中的，后者不但不能被前者替代，而且

正是前者之所以出现问题的根源之所在。社会学又到了一个重新面对这些 “非正式

·６３·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① 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厦门：鹭江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关系”和 “非正式运作”的时代。

历史维度实际上是对制度分析的补充，补充的手段就是将人而非制度作为分析

的中心，或者说，是在对制度的分析之上加入对人的行动方式和行动意义的考察。①

这种研究工作并不容易深入，因为对 “关系”的分析要避开制度分析的窠臼，跳出
“制度建设———制度失灵———制度再建设”的循环，将 “关系”放回到 “人”本身，

就需要将 “非正式关系”、“非正式运作”等现象当作具有价值意涵的历史传统看待，

这正是迈向具有历史维度的社会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结 论

社会学恢复重建近４０年以来，政府行为研究无疑是成果最为丰富、最具中国特

色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之一。这与其说是社会学发展的成就，不如说是中国特色的社

会发展道路的结果。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政府主导、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功

能的渐进式改革之路。在改革过程中，政府行为一直是理解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这种背景下，繁荣的政府行为研究必然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领域，这也是

社会学紧贴社会现实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在社会学的政府行为研究中，社会学家

不但有丰富的研究发现，而且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深入，研究范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回顾社会学的政府研究范式演变，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社会学的政府行为研究突破了西方社会学 “国家与社会”的传统范式，视
“国家与社会”为一体。在中国社会，政府行为的影响几乎遍及社会生活各领域，而

政府行为中，亦贯穿着与社会生活中相近的逻辑。社会学在政府行为研究的范式演变

过程中，逐步走出 “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西方范式，这既根源于中国社会的结构

特征，也是社会学深入社会现实的必然结果。

第二，政府行为研究的三个分析范式先后迭兴，并非简单的彼此替代的关系，

而是层层叠加和逐渐深入的关系。制度分析范式既是对利益结构分析范式的补充，

也是政府行为分析的拓展，其最大的特点是引入大量西方组织学和管理学的分析方

式，使得政府行为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而历史维度的研究范式则是将前两个研究

范式中的核心问题引入中国传统的历史视野中，使得政府行为研究向纵深演进。在

增进政府行为研究范式丰富化和多样化的同时，也需要注意三种研究范式中还存在

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如政府内部的复杂运作机制的分析尚不充分、对政府行为

的分析容易陷入整体化想象，等等。

第三，政府行为研究范式发展到第三阶段时，已经基本突破政府研究领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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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飞舟：《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以政府行为研究为例》，《江海学刊》２０１６年第

１期。



始为社会学的中国化提供研究资源。政府行为研究面临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宏观的
国家治理问题，它以中央和地方的政府间关系为基本研究对象；二是微观的社会关
系问题，它以权力的各种微观运作机制为基本研究对象。当研究范式迈向历史维度
时，宏观和微观的问题开始整合为社会行动的历史传统问题，“情理机制”的历史渊
源成为研究的关注对象。从对研究范式的梳理中，可以清晰地辨识出社会学家对
“关系合同”背后那些 “剩余”权力的持续而深入的关注：对于这些 “剩余”权力，

从利益分配的视角、制度安排的视角到情理机制的历史传统的视角逐步深入，从利
益的层次进入到制度的层次，又进入到历史、伦理和精神的层次。

费孝通在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强调人心的 “主体性”和 “道德
性”，认为社会学要找到一条能够直面人和人心的路径，这才是扩展社会学研究的正
确方向。①他强调要回到历史尤其是经史传统中，才是挖掘、把握中国人和中国社会
结构的关键。费孝通２００３年写就的文章可以看作是最近几年社会学研究历史转向的
预言。实际上，迈向具有历史维度的社会学研究已经超出政府行为研究的特定领域
和范围，它对社会学的中国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然，社会学的政府行为领域对此有着更为迫切的需要。我们只有在以往研究的基
础上，由以制度为中心的分析进入到以人为中心的分析，进而进入到以 “人心”为
基础的分析，才能使政府行为中的官员主体形象和精神气质更加鲜明地展现出来，

也才能真正拓展中国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责任编辑：刘亚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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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
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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